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脱钩办理的现实需要及理论可能
——遏制“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作用的设想与论证
论文提要：

历史以来，涉案财物不能单独办理或审理，必须与定罪量刑绑定进行。这种绑定关系为“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使应分配给涉案财物的办案力量被转移给定罪量刑工作，且罪刑的正确又能掩盖涉案财物处理的错误。因此，涉案财物长期非实质化办理，大面积与规定不符却难引关注。

“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难以短期消灭，但解除绑定关系可使其无法发挥作用：避免涉案财物的办案力量被侵夺，其错误也无法再滥竽充数、蒙混过关。涉案财物与罪刑无实质关联，证明标准也不同，“继续追缴”等规定也说明脱钩办理不会相互造成影响；行政处罚等也有涉案财物处理，非刑诉独有；行为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开了脱钩办理先河。（全文共14970字）

主要创新观点：

1.总结了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的特点，指出绑定办理是“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依存的基础，为其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找到了涉案财物处理混乱的关键症结。

2.提出了解除绑定关系的大胆设想，从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相互依赖性低、证明标准不同、已有脱钩的程序先例（行为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继续追缴）等角度分析脱钩的理论可能和效率优势，又提出脱钩后“完全转入行政程序”处理或设立“对物诉讼”两大方向。

以下正文：

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脱钩办理的现实需要及理论可能
——遏制“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作用的设想与论证
涉案财物处理与定罪量刑是刑事诉讼三大主体内容，且同等重要。但从刑事教学到实务都长期存在“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认为涉案财物无足轻重且简单，实为盲区。这个盲区非经一线办案实务，很难察觉。从各高级人民法院抽样情况看，涉案财物判项大面积与明文规定不符，混乱之状令人十分惊骇，此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言。经济和法治未充分发展的年代，涉案财物处理的错误能轻易蒙混过关。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普及和强化日胜一日，人们对财产权益保护更加关注，涉案财物处理混乱的局面势必难以在新时代再延续下去，应当及早得到纠正。加强和提升涉案财物处理的规范性、统一性、公正性也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时代课题，“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必须得到遏制。
一、实务问题：涉案财物判项大面积与规定不符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以下简称刑诉解释）专设涉案财物处理一章，作了细致规定，是涉案财物裁判的主要依据。但实务中，涉案财物的规定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其判项大面积与明文规定不符。本文随机抽样各地高级法院作出的273份刑事裁判文书
，发现266份对涉案财物的判项与规定明显相悖，出错率达97.43%；共统计出885个问题，平均每个案件有3.24个问题。主要列述以下问题：

（一）忽略涉案财物用于投资置业的情形

交换价值是财物的重要属性，涉案财物往往因交换而形态发生变化。例如，将受贿现金用于购买房屋。这种衍生情形如何追缴？

刑诉解释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涉案财物用于投资或者置业的，应当追缴投资置业形成的财产
。基于此可知，追赃以追缴原物为原则，但是涉案财物用于投资或置业的，则应当追缴衍生后的财产形态，而不是追缴在经济活动中流转至第三人的赃物原物本身。追缴衍生的财物形态，避免了对经济的扰动，保护了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是非常正确的。

可见，涉案财物是否用于投资、置业，直接影响具体追缴标的，是应当关注和查明的事实。但是，抽样发现81.06%案件对是否存在投资、置业情形普遍未关注和查明，甚至查明后仍遗漏衍生财物的追缴。示例见表1：

衍生财物错判示例表

	法院
	案号
	被告人
	涉案财物事实
	判项主文
	问题

	北京高院
	（2020）京刑终65号
	陈德
	陈德收受受贿555万元，其中100万元用于其妹妹公司增资。二审期间，退缴赃款75万元。
	三、在案人民币75万元系陈德受贿犯罪所得，予以没收。四、继续追缴陈德犯罪所得人民币480万元，予以没收。
	未追缴增资后形成的股权。

	广东高院
	(2020)粤刑终307号
	洪秋生、李乃樵
	洪秋生骗取查某斯、丹某153.4万美元，用于个人投资。李乃樵分得800万元。

洪秋生骗取某斯、丹某1400万元，用于消费、个人理财。洪秋生与蔡某（另案处理）骗取查某斯、丹某284万元人民币，洪秋生分得41万元。
	三、冻结在案的资金依法返还查某斯、丹某。责令洪秋生、李乃樵共同退赔被害人153.4万美元；责令洪秋生退赔被害人人民币1684万元。
	未追缴洪秋生用违法所得投资、理财形成的股权和收益。


表 1
（二）不区分“已经追缴到案”和“未追缴到案”情形

“已经追缴到案”的涉案财物与“未追缴到案”涉案财物处理规定是不同的，实际上这是吸收了执行程序中“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原则
的结果。
刑诉解释第445条第1款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经审查，确属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的，应当判决返还被害人，或者没收上缴国库…”第2款又规定：“对判决时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判决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可见，“已经追缴到案”的财物是指判决时已经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否则即为“未追缴到案”的财物。二者判决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未追缴到案”的财物应当判决“继续”追查收缴，而已经追缴到案的则应当判决“没收”或“返还”。这是涉案财物处理的基本条理。2013年施行的刑诉解释亦规定了这种区分的做法。

但从抽样情况看，各高院基本没有这样的区分思维，将“已经追缴到案”和“未追缴到案”混为一谈的达43.75%，示例见表2：

是否追缴未区分示例表

	法院
	案号
	被告人
	涉案财物事实
	判项主文
	问题

	西藏高院
	（2021）藏刑终23号
	但鹏
	但鹏受贿443.7272元，贪污5.5万元。其中30万元已退还行贿人。案发后，扣押受贿款110万元及宝马车1辆。但鹏亲属退缴300万元。
	三、依法对宝马车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四、依法对但鹏违法所得的人民币377.8281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其中，人民币110万元已扣押在案，其余267.8281万元已退缴）
	1.扣押的110万元、车及家属退的300万元属于已经追缴到案的财产，应当直接判决没收，不应与未追缴到案的混判。2.退还行贿人的30万元与其他未追缴到案的财物，应当判决继续追缴。

	广东高院
	（2020）粤刑终839号（2021年4月裁判）
	庄少忠
	未查封、扣押、冻结财物。
	追缴庄少忠及同案人违法所得47880655.6元，按比例发还被害人。不足部分责令庄少忠及同案人退赔。
	1.未追缴到财物，应当判决“继续追缴”而不是“追缴”。2.不足部分责令退赔与继续追缴重复。


表 2
（三）涉案财物判项不明确、不具体，需要二次补充裁判

涉案财物的判项属于应当移送执行的内容，是涉案财物处理的结论性命令，应当明确、具体
。其含义应当独立、完整，单独抽出涉案财物判决主文，仍应具有可执行性和操作性，无需进行二次分析、二次审理、二次裁判即可明确（所附清单除外），否则必然为执行工作造成障碍。

首先，裁判主文所指向的涉案财物应当明确、具体。刑诉解释第444条规定“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在判决书中写明名称、金额、数量、存放地点及其处理方式等…”名称、金额、数量、地点等是确定具体涉案财物的指向信息，指向信息不明确的，必然无法执行。
其次，裁判主文确定的财物处分方式也应当明确、具体。根据“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原则分析可知，涉案财物处理分为对财物强制措施阶段和处分措施阶段，非经强制不得处分。查封、扣押、冻结是对涉案财物的强制措施，作用是暂时剥夺处分权，是对财物的控制措施。而返还给被害人或没收上缴国库才是最终财物处分措施。对追缴到案的财物只有“返还”“没收”两种处分措施；而对于未追缴到案的财物，则应当判决“继续”追查收缴，而无处分措施。因此，一共存在三种判决方式。易言之，“追缴”本身并不是一种处分措施，“没收”“返还”正是“追缴”的形式方法。至于销毁，则属于没收以后的财物存管方式。因此，追缴和销毁均不能直接用于判决主文表述。
但从抽样结果看，涉案财物判决主文不明确、不具体的达65.47%，主要表现为含义不完整、不独立，判决主文还需要二次分析、二次审理、二次裁判。有的判决“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由政法委保管”，超出了三种规定的方式；有的将“追缴”“没收”“退赔”“返还”“赔偿”混淆使用。比如，将追缴与没收混用的占22.92%。示例见表3：

裁判主文不规范示例表
	法院
	案号
	判项主文
	问题

	上海高院
	（2021）沪刑终42号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等予以没收。
	1.没有明确“违法所得”具体为何物，只能二次分析才能确定。2.不应使用“追缴”，应当使用“没收”。

	广东高院
	（2020）粤刑终800号
	扣押在案的奥迪汽车，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处分方法不明确，不能确定是“没收”还是“返还”。

	四川高院
	（2020）川刑终427号
	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予以没收。
	“作案工具”为何物不能具体确定。

	西藏高院
	（2021）藏刑终23号
	依法对但鹏违法所得的宝马牌汽车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应使用“没收”，而非“追缴”。

	上海高院
	（2019）沪刑终110号
	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1.“违法所得”需具体确定。2.应使用“没收”，而非“追缴”。


表 3
（四）退赔概念错用情形

在立法规定中，退赔总是与追缴同时出现，例如《刑法》第64条
“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表述。实务往往将二者混淆，作为同一概念使用，但退赔与追缴含义并不同。

1999年《全国法院维护农村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如赃款赃物尚在的，应一律追缴；已被用掉、毁坏或挥霍的，应责令退赔。”据此可知，对涉案财物原物适用追缴；原物不在时，使用被告人合法财产替代追缴才是退赔。申言之，追缴与退赔核心区别在于对象是否为赃物原物。刑诉解释第159条规定“对被取保候审的被告人的判决、裁定生效后，如果保证金属于其个人财产，且需要用以退赔被害人。”保证金是个人合法财产，非赃物原物，因此使用“退赔”，也遵循了前述规定。可见，退赔的前提是查明涉案财物原物是否存在，适用的前提是查明涉案财物去向。然而，抽样显示实务对涉案财物的去向往往不予关注，未查明去向的占91.52%。

此外，退赔的财物是对涉案财物的代位物，既可能判决没收也可能返还，这与赃物原物没有任何区别。进而可知，“退赔”本身并不是涉案财物的处分方式，不能直接用于判决主文。实际上，退赔是从被告人所得的角度，而非从被害人损失角度规定的
，“所得”与“损失”不同。无被害人损失的，被告人也应退赔其挥霍掉的涉案财物。这是退赔与赔偿的区分，但实务常将二者混淆，例如判决“退赔被害人损失”，错误情形的达37.50%。示例见表4：

退赔错乱使用示例表
	法院
	案号
	涉案财物
	判决主文
	问题

	江苏高院
	（2019）苏刑终261号
	刘正建实际占有被害人价值3413.296万元的手机。
	责令被告人刘正建退赔被害单位损失3049.696万元。
	1.赃物手机尚在，应当追缴原物，而非退赔。2.损失是赔偿的对象，而非退赔的对象。

	陕西高院
	(2021)陕刑终138号
	龙尧智在犯罪中领取工资、提成109703元。
	责令被告人龙尧智退赔赃款109703元，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未查明赃款去向，不宜直接使用退赔。

	新疆高院
	（2020）新刑终106号
	扣押赃款238973.1元、个人物品价值55943元、汽车3辆。
	追缴所得及扣押在案的赃款、财物按比例退赔被害人。
	1.赃款原物不适用退赔；2.扣押到案的财物应“返还”，而不是退赔。


表 4
（五）其他常见错误情形

除了上述问题外，涉案财物处理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例如，有的判决各共犯承担连带责任，有的则相反；有的扣除了犯罪成本，有的不扣除。对此实质争议问题暂且不论，关于判决主文不规范问题亦不在少数。比如，应当判决主文使用“发还”等非法律术语、判项间循环引用、判决被告人以外的主体承担赃物责任等。示例见表5：

其他错误示例表

	法院
	案号
	判决主文
	问题

	陕西高院
	（2021）陕刑终135号
	王伟退缴的567446.23元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
	发还应替换为返还。

	北京高院
	（2020）京刑终52号
	二、向被告人李云飞追缴4530万元并入（2018）京02刑初102号刑事判决书第三十五项执行；…四、在案扣押的200万元，并入李云飞的追缴项执行。
	第四项应当直接判决没收，而不是与第二项往复索引。

	福建高院
	(2020)闽刑终54号
	二、追缴被告人黄超违法犯罪所得2000元；…四、扣押在案的人民币7000元，其中人民币2000元用于执行第二项判决，余款用于执行财产刑。
	第四项与第二项往复索引。

	广东高院
	（2020）粤刑终839号
	追缴被告人庄少忠及同案人的违法所得47880655.6元，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人。不足部分责令被告人庄少忠及同案人退赔。
	1.“发还”应为“返还”；2.“同案人”非本案被告人，其占有的财物，属于未追缴到案的财物，应当判决继续追缴。如果判决向该案外人追缴后，而财物又流向其他主体，则相当于要求该案外人承担司法机关的追缴职责，实在不适当。


表 5

二、原因内核：“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实质及其依存的绑定办理关系

高级法院涉案财物处理如此之混乱，令人惊骇，由此可推想其下级法院和全国法院的情况。表面上看，这固然是“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作用的结果，但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的关系是藏在该理念背后更深层的程序原因，既是该理念依存的基础，也为其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
（一）“重罪刑，轻涉案财物”传统理念的存在及其实质
历史以来，在刑事领域的教学、研究、实务一直存在“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犯罪和刑罚关系到生命、自由或者财产权利，而涉案财物仅关系财产权利，不影响生命、自由，其重要性要低得多，这是该理念的基础。
刑事教学中，注重犯罪构成、停止形态、共同犯罪、自首、累犯等问题，以之为主流。而涉案财物则沦为非主流，存在感很弱，教材内容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无论是主要的刑事诉讼教材
，还是刑法教材
都对涉案财物语焉不详。比如，对违法所得定义模糊，未涉及是否扣除成本、共犯是否承担连带赃物责任等基础问题。举例而言，张明楷所著《刑法学》
达1680页，而涉案财物部分不到2页篇幅，不可谓不轻视。再如，历年司法考试
中，从未出现涉案财物相关试题。

“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在办案实务中自然也存在，主要体现为重视定罪量刑事实和法律适用，而对涉案财物事实和法律适用则要轻视得多。例如，对违法所得的证据往往只有被告人供述，且常常只有“十多万元”“八千元左右”“七万到十万元之间”等模糊供述，甚至有的供述“不到十万元”，使数额难以认定。共同犯罪中各共犯涉案财物分配情况，用于投资、挥霍、消费等去向情况往往不予注意和查明。原因一方面是教学和研究中“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在实务中的延续，另一方面是因教学、研究不足导致实务能力不足。

实务中的“重罪刑，轻涉案财物”表现为定罪量刑工作倾注了更多办案精力，涉案财物工作投入更少办案资源，实质是办案力量分配问题。“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使定罪量刑工作对办案力量形成黑洞效应，强烈吸引和侵夺本应分配给涉案财物的办案力量，涉案财物工作因受轻视而难以守住。定罪量刑所吸收的额外的办案力量，来源于本应分配给涉案财物工作的办案力量，造成涉案财物办案力量不足，而形式化。
（二）“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依存的基础：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的关系
现行刑事诉讼制度规定，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是绑定办理的，一并审理裁判，不能分案单独进行。

首先，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各环节均应将涉案财物处理与定罪量刑绑定进行。例如，刑诉解释第295条规定，审理刑事案件，对罪名是否成立作出认定的同时，还应当对涉案财物作出处理。同样，在法庭辩论环节中，并不限于定罪量刑问题，涉案财物也是一个主要内容
，法庭调查亦是如此。
其次，涉案财物应当与定罪量刑一并裁判。根据刑诉解释第445条规定，对涉案财物应当使用“判决”的形式，这是绑定裁判的基础。且二审发现一审对涉案财物遗漏处理的，可以发回重审，对涉案财物一并作出处理
。刑诉中只有一审才使用判决，二审中则使用裁定。上述规定将涉案财物紧紧箍在“判决”之中，说明涉案财物应当与定罪量刑绑定裁判。
从反面看，涉案财物不能分案办理。分案的基础是共同犯罪或关联犯罪，以被告人为分案基准
。刑诉解释第269条规定：“审理过程中，…可以传唤同案被告人、分案审理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的被告人等到庭对质。”可见刑事案件以人为纲，无被告人则无刑事案件，并案或分案以被告人为转移。分案发生在共同犯罪或关联犯罪中，分案审理是将部分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涉案财物工作全部分出，而不能只将涉案财物单独分出。分案后形成的新案件仍必须将分出的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涉案财物一并绑定进行。

（三）绑定办理对“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的作用及影响

首先，绑定办理是“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的产生的基础。定罪量刑与涉案财物工作同时绑定进行，则对办案资源形成竞争关系。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办案力量分配问题。而办案力量分配是主观调度的结果，因人而异、因案而异，难以进行限制。这就为“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的产生和存在提供了可乘之机。

其次，绑定办理为“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绑定办理制度实际上开通了办案力量从涉案财物工作渡向定罪量刑工作的通道，为后者侵夺前者的办案力量创造了条件。其结果当然是削弱了涉案财物工作，难以实质化。

根据刑诉解释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涉案财物进行调查，由公诉人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并听取各方诉讼参与人的意见
，也应当对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要进行法庭辩论
。但实务中，涉案财物办案力量被定罪量刑工作吸夺，造成上述规定未严格实行。从P市刑事案件庭审笔录抽样情况
来看，仅15.25%庭审对涉案财物权属、来源、去向等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且往往只开展来源或去向中的一部分工作，不全面；仅10.17%的庭审中，公诉机关对涉案财物提出了处理建议，进行了法庭辩论。但是，处理建议质量并不高，有的甚至提出“请依法处置”的模糊意见。也很少对涉案财物进行专门法庭调查，往往在定罪量刑事实法庭调查时顺带出示查封、扣押、冻结材料而已。甚至，对未追缴到案的财物提出“继续追缴”建议的，未实现0的突破。

涉案财物办案力量不足体现在裁判文书上，则是查明事实和说理的缺位。各高级法院裁判文书抽样显示，82.73%的案件在查明的事实中对涉案财物只字未提，只将查封、扣押、冻结材料在证据中列举而已；72.34%的案件在本院认为部分未对涉案财物适用法律进行说理，却直接出现在判项中。

（四）绑定办理对涉案财物处理错误的掩盖作用

“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不仅在办案过程中发挥作用，在案件办结后仍发挥作用。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一并裁判后，受关注的是定罪量刑是否正确，而涉案财物判决是否正确往往被忽视，即使裁判错误也难以引起关注和监督。

刑诉解释第457条第2款第7项规定“对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的处理确有明显错误的”，应当决定重新审判。表明涉案财物处理错误与定罪量刑一样，都是构成错案的标准。但社会监督、法律监督等各方注意力往往聚焦于定罪量刑是否正确，难以关注到涉案财物处理是否规范。例如，发挥法律监督“指挥棒”“风向标”作用的《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历次修订
均未将涉案财物作为评价指标。再如，2019年至2023年上半年发布的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
均未关注涉案财物处理工作。可以说，涉案财物处理质效长期游逸于各方关注视野之外。

抽样的高院二审案件中，公诉机关对一审涉案财物的错误提出抗诉的仅1件
，不到0.4%；抽样的再审案件中，没有一件系因涉案财物处理错误而启动再审，仅2件涉案财物因无罪而被改判
，但原判涉案财物错误比比皆是。申言之，绑定办理的情况下，涉案财物处理错误得以滥竽充数，而蒙混过关，难以引起关注，更毋论被发现和纠正。

三、对策之要：涉案财物脱钩办理及其理论可能

既然“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依存的基础是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的关系，那么遏制该理念发挥作用的关键就是解除这种绑定办理的关系。虽然绑定办理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实际上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在逻辑上并非是不可分的，相互间并没有逻辑的关联性和依赖性，脱钩办理是存在理论可能性的。

（一）涉案财物与定罪相互无实质关联性

涉案财物与定罪是相互独立的，脱钩办理对定罪、涉案财物处理均不会造成影响。实务中“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之所以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涉案财物混乱能长期潜伏而未引起广泛关注和纠正，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涉案财物处理正确与否，并不会影响到定罪正确与否。涉案财物的错误，并不导致定罪部分也错误。

定罪的根据是罪状，只有数额犯的罪状才可能与财物有关联。数额犯往往将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入罪标准，例如，假冒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3万元以上属于情节严重
，才构成犯罪。需要注意的是，作为罪状的“违法所得数额”，并非涉案财物中的“违法所得”，二者不同。“违法所得数额”指犯罪行为所获得财物的累计，需折算成货币数值，财产形态或形式并不影响；而作为涉案财物的违法所得是犯罪行为占有的财物，不需要折算成货币值，可以是各种形式的财物。
此外，作为罪状的“违法所得数额”适用共同犯罪理论，而作为涉案财物的违法所得并不适用。例如，甲乙共同假冒注册商标违法所得数额合计4万元，甲分得1万元，那么甲“违法所得数额”为4万元，而非1万元，否则甲便不构成犯罪。但是在处理涉案财物时，甲的违法所得应认定为该价值1万元的“物品”，而非4万元的“数额”。

最后，二者是否扣除成本不同。在部分犯罪中作为罪状的违法所得数额需要扣除犯罪成本，例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而作为涉案财物的违法所得只要来源非法，都应当处理，不需要考虑其成本问题。

综上，作为罪状内容的“财物”与作为涉案财物的“财物”完全不同，涉案财物与定罪在事实查明、适用法律上均无关联，脱钩办理并不会相互造成影响。
（二）涉案财物与量刑相互无实质依赖性

涉案财物处理不是刑罚，这从根本上奠定了涉案财物与量刑脱钩办理的基础。

我国刑罚体系不包括涉案财物处理，其既不是主刑，也非附加刑。从程序上看，涉案财物的处理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限制。刑诉解释第446条规定，二审中发现一审判决未对涉案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的，可以直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并没有限制加重的规定。发回重审后，遗漏处理的涉案财物应当处理，不能以上诉不加刑而不再处理。甚至判决生效后，发现原判未作出处理的涉案财物，也可以另行作出处理，不需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判。

涉案财物处理与量刑也无实质的依赖性，脱钩办理不会造成相互的实质影响。量刑的根据在于各种量刑情节。累犯、立功等大部分量刑情节与财物无关，但部分数额犯将违法所得数额作为加重情节，例如，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违法所得数额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判处较重刑罚
。该处违法所得数额也是罪状的内容，其与作为涉案财物的违法所得不同，理由与前部分论述相同。

实际上，涉案财物与量刑脱钩办理只存在衔接的问题。有些犯罪将违法所得作为财产刑裁量基数，比如，非法经营罪规定“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这种情形中，在量刑环节只需查明违法所得事实，并作为后续涉案财物处理环节的事实根据。同理，积极退赃情节是将涉案财物退缴到案，只涉及赃物事实的查明和认定，未涉及财物处理。做好衔接安排的情况下，涉案财物与量刑可以脱钩进行，二者只属于关联案件而已，相互不影响。

（三）证明标准不同

涉案财物事实与犯罪量刑事实虽有关联，但性质不同。刑事诉讼的任务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首要关注犯罪。如前文所述，涉案财物不是罪状内容，涉案财物处理也并非刑罚，就不应适用与定罪量刑事实一样的证明标准。
现行法律及规范对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也作了区分规定。并非刑事诉讼中所有事实都适用“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刑诉法只明确“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不包括涉案财物）才适用该标准
，其他事实不适用该标准。《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不包括涉案财物。刑诉解释第72条第1款规定，应当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了定罪量刑事实，也包括了有关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但第2款直接将涉案财物事实排除在“证据确实、充分”适用的范围之外
。即只有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才适用“确实、充分”标准。推论之，涉案财物事实并不适用“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
那么涉案财物事实应当适用什么证据标准？我们认为涉案财物处理实际上是财物非法状态的清理或清算，具有行政管理性质，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有关证明标准。

（四）涉案财物单独脱钩办理已有程序先河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多种涉案财物单独办理情形或程序，实际上已经承认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脱钩办理的可行性。

最明显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该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到案，当然不能定罪量刑，但仍可对其违法所得进行没收。也就是说，在没有定罪量刑的情况下，可以对涉案财物单独进行处理，实际承认了涉案财物处理不以定罪量刑为前提，可以相互独立进行。虽然该程序适用范围较窄，只针特定犯罪，也只处理违法所得，不具普遍性。但该程序已经实现了将涉案财物处理与定罪量刑分离，解除了绑定办理的关系，开辟了涉案财物脱钩办理先河，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次，涉案财物遗漏裁判和“继续追缴”情形中，也需要对涉案财物单独办理。根据刑诉解释规定，判决生效后发现存在涉案财物未与罪刑一并裁判的，可以对涉案财物另行处理
。表明已经裁判的定罪量刑部分无须与遗漏的涉案财物一并再处理。再者，前文已经述的“继续追缴”情形也允许单独处理后追缴到案的财物，无须将定罪量刑部分与后追缴到案的财物再裁判一次。该二处规定实际上也承认了涉案财物并非必须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相互独立进行不会相互造成妨碍。

最后，不起诉案件中也存在涉案财物单独处理。不起诉案件只是放过罪刑部分，但涉案财物部分不可视而不见
。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特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等情形
的不起诉案件，依然存在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这些情形下不再处理犯罪，而只处理涉案财物，表明不定罪量刑并不妨碍对涉案财物单独处理。
上述规定均表明涉案财物并非必须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为涉案财物脱钩办理普遍扩大适用提供了先行先试的实践样板。

四、大胆设想：脱钩办理的现实需要及脱钩后的两大方向

2013年，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作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涉案财物数额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社会也更加关注财产权益保护。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等涉众经济类犯罪中，被害人对追赃挽损的关注远胜于定罪处罚。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必然把案涉财物处理改革课题摆我们面前。发展对物诉讼或脱刑入行，是涉案财物脱钩改革的两大方向。
（一）脱钩选择的由来：直接消灭“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难以短期实现
加强和提升涉案财物处理规范性、统一性、公正性的关键是消除“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的影响。但是理念并非短期形成，也难以短期消灭，具有强大惯性，也具有排他性。一旦形成则往往排斥其他理念或观念，难以主动或被动接受理念更新和拓展。提升涉案财物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水平，根除“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需要长期的广泛训练，是难以短期收效的。

如前文所述“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在实务中的实质是办案力量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定罪量刑工作侵夺了当分配给涉案财物处理工作的办案力量，使涉案财物处理工作形式化，使规定得不到严格执行。实际上，这属于规定实施的问题，是涉案财物有关规定得不到准确实施或实施走样的问题，而不是规定本身的问题。并非作出详细规定就能消灭“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即使作出这样的规定，也会像现行的涉案财物规定一样，得不到有效实施。

因此，加强和提升涉案财物处理不应寄希望于短期根除“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而应从该理念发挥作用的机制着手。“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发挥作用依存的基础是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的关系，因此，解除这种绑定办理的关系是改进和提升涉案财物工作关键之要。脱钩办理直接关闭办案力量向定罪量刑暗涌的通道，可以锁定涉案财物应有的办案力量，定罪量刑工作对办案资源形成黑洞效应无以形成，从程序上清除了“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生存的空间。脱钩办理后，涉案财物单独成案，其办理的错误也直接暴露，无法再被定罪量刑工作掩盖。
（二）脱钩办理优势：满足公正和效率双重需要

 “公正与效率”是司法审判工作永恒的主题，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脱钩办理能相互促进“公正与效率”双重提升。

首先，涉案财物脱钩办理能直接提升涉案财物处理规范性、统一性、公正性。一方面，脱钩办理起到隔绝办案力量在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间流动的通道，锁住涉案财物应有的办案力量。涉案财物工作得以专注，则可迅速扭转涉案财物裁判大面积与规定不符的局面。另一方面，脱钩办理，使涉案财物处理的错误会完全暴露，无以隐藏，易于监督的聚焦，倒逼涉案财物处理规范性、统一性、公正性提升。

其次，脱钩办理能提升效率。在绑定办理中，定罪量刑工作的效率往往被涉案财物工作拖累。一是案件办理期限过于迟延，比如非吸案件中公告寻找被害人、清理资金流水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例如，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往往犯罪长达数年，具有经营性特征，违法所得又用于犯罪扩大“再生产”，涉案财物反复交叉竞合；电诈等新型犯罪、非法集资类等涉众犯罪中，资金往往经过多层级、多卡流转，被害人也往往遍布全国难以遍寻。这些犯罪涉案财物事实往往比犯罪事实更复杂，需要大量办案精力和时间。二是部分涉案财物裁判错误往往导致定罪量刑部分也一并发回重审、启动再审，严重影响质效，浪费司法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越来越庞杂，数额也越来越大。
涉案财物脱钩办理则可避免这些情况发生，大大提高效率。一是保证专业性。涉案财物是财产权益，与定罪量刑有本质区别。刑事司法人员的专业性在刑事犯罪，而对财产关系专业性不可同日而语。涉案财物脱钩办理，可保证涉案财物由专业人员处理。二是避免审限拖沓。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复杂程度不一，有些是涉案财物复杂而定罪量刑简单，有些则相反。简单的部分往往被复杂的部分拖沓，脱钩审理可以避免相互拖累：定罪量刑工作不受涉案财物拖沓，涉案财物也不受审限逼迫而匆忙潦草，互不影响。在涉案财物复杂案件中，定罪量刑先行独立裁判，不影响后续专业人员对涉案财物系统性清理。三是降低发改率，节约司法资源。脱钩办理可以改变定罪量刑、涉案财物杂糅在一起的局面，使得二者简洁化，定罪量刑的错误不会导致涉案财物也一起重审或再审；涉案财物错误也不会导致定罪量刑一并重审或再审，降低发改率。四是有利于保护第三人权益。脱钩办理使涉案财物成为独立程序，利害关系人更能完整参与，行使辩论权更充分，程序运行更加实质化，更能保护第三人权益。

（三）脱钩后的两大方向设想：发展“对物诉讼”或“完全转入行政程序处理”

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脱钩后如何设立新的程序，存在多个模式。笔者认为，发展“对物诉讼”或“完全转入行政程序”是较有价值的两个主要方向。

现行三大诉讼案件均以人为纲，无自然人或法人则无案件，但理论上有设立对物诉讼的呼声。刑事涉案财物处理实际上是对财物非法状态的清理，与财物权属或占有主体没有关联。例如，违禁品无论由谁占有，流向任何主体，均应没收，其所有权人或占有人是谁并不影响。再如，违法所得被抛弃后，成为无主物，也应处理。不能因无所有权人而不处理。因此，涉案财物与物的主体无关，脱钩后可以设立为对物诉讼。实际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物诉讼。

另一方面，涉案财物完全转入行政程序处理也是一个重要方向。其一，如前文论述涉案财物处理实际上是对财物非法状态的清理，具有行政性质，适用行政诉讼有关证明标准。其二，涉案财物处理非刑事程序所独有，行政程序、监察程序也有涉案财物处理。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
；行政处罚程序“没收违法物品”“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退赔”“及时返还被侵害人财物”
；监察程序“依法予以没收、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其三，刑事诉讼法打开了涉案财物转由行政处理的口子。《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对不起诉的案件“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说明，行政程序具有涉案财物处理能力。

在非法集资等涉众复杂案件涉案财物转入行政程序处理更有利于协调金融、民政等多方力量；而对物诉讼具有终局性，更具有时效性。根据案件分类选择不同程序，亦可研究。
结语

涉案财物裁判相当混乱，大面积与规定不符，这是实务事实，并非耸人听闻。其表层原因是长期存在的“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而关键的症结在于该理念所依存的基础：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绑定办理的关系。

一方面，绑定办理使办案力量得以由办案人员主观调度，在“重罪刑，轻涉案财物”理念作用下，定罪量刑分配办案力量多，而涉案财物办案力量不足，导致非实质化办理。另一方面，绑定办理为涉案财物处理错误提供了滥竽充数的空间。只要定罪量刑正确，涉案财物处理的错误常被掩盖，容易蒙混过关。

理念具有惯性和长期性，难以短期消灭。因此，遏制该理念的关键就在于破除这种绑定办理的关系。反思为什么必须绑定？为什么不能脱钩呢？大胆提出脱钩设想。从理论上看，涉案财物与定罪量刑并没有实质关联，相互依赖性低，脱钩并不会相互造成影响。二者的证明标准也不同，涉案财物也非刑事诉讼所独有，行政处罚等程序也有涉案财物处理。不起诉、“继续追缴”、“另行处理”等规定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脱钩办理的理论可能和现实需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也已开涉案财物脱钩办理的实践先河。
脱钩办理有巨大效率优势，不仅能提升涉案财物处理质效，也能同时提升定罪量刑质效。至于涉案财物脱钩后的方向，一是可以完全转入行政程序处理，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作为合法性和规范性的保障；二是可以设立对物诉讼。至于孰优孰劣，或二者分类适用，均可作进一步研究。
� 本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高级法院”、“刑事案件”为筛选条件进行检索，随机抽取273份含有涉案财物的刑事裁判文书作为样本，摘取涉案财物证据、事实、法律适用、判项，逐份分析。


� 刑诉解释第443条 被告人将依法应当追缴的涉案财物用于投资或者置业的，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应当追缴。


� 刑诉解释第484条 对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对银行存款等各类可以直接扣划的财产，人民法院的扣划裁定同时具有冻结的法律效力。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6条第1款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


� 《刑法》第64条 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 刑诉解释第176条 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 本文查阅各时期刑事诉讼法主要教材，包括刘玫著《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二版；:龙宗智、杨建广著《刑事诉讼法》，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六版；陈光中著《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七版；王敏远著《中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


� 本文查阅各时期刑法学主要教材，包括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十版；曲新久《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六版；徐松林《刑法学》，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第六版）。


� 查阅2008年-2017年司法考试真题，2018年开始司法部官方不再公布真题。


� 刑诉解释第280条 …由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开始就定罪、量刑、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 刑诉解释第446条 第二审期间，发现第一审判决未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的，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由原审人民法院依法对涉案财物及其孳息一并作出处理。


� 刑诉解释第220条 对一案起诉的共同犯罪或者关联犯罪案件，被告人人数众多、案情复杂，…可以分案审理。


� 刑诉解释第279条　法庭审理过程中，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及其孳息的权属、来源等情况，是否属于违法所得或者依法应当追缴的其他涉案财物进行调查，由公诉人说明情况、出示证据、提出处理建议，并听取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


� 刑诉解释第280条　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已经调查清楚的，应当由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开始就定罪、量刑、涉案财物处理的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进行法庭辩论。


� 本文对作者所在辖区两法院存在涉案财物的案件随机抽取254份庭审笔录，对法庭调查和辩论涉及涉案财物的内容进行统计。


� 2020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次印发《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评价指标》，分别于2021年10月、2023年4月修订。


�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载：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2307/t20230726_622572.shtml#1，2022年7月28日访问。


� (2020)琼刑终67号被告人朱国贤犯盗伐林木罪一案，公诉机关以原判量刑不当及未没收作案工具而抗诉。


� （2020）粤刑再7号被告人肖伟章犯诈骗罪一案、（2020）吉刑再4号被告人王银祥犯职务侵占罪一案。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情节严重”，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刑事案件如何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批复》答复如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是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获利的数额。”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国（边）境管理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 …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 《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 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 刑诉解释第72条第2款 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对被告人从重处罚，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 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的特别程序。


� 刑诉解释第446条第2款 判决生效后，发现原判未对随案移送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作出处理的，由原审人民法院依法对涉案财物及其孳息另行作出处理。


� 刑诉法第173条第3款 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


� 参见《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8-50条规定。


� 参见《行政处罚法》第9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72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16条等规定。


� 参见《监察法》第46条规定。







